明代“番舶”征税考实 by 陈支平 & 戴美玲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明代的朝贡体系，大多予以比较负面的评价，认为这一体系的建立，继承了中国
传统的“华夷”观念，在政治上把来贡各国视为“附属国”；在经济上厚往薄来，得不偿失。出于这样的认
知，学者论述明代朝贡体系的具体情况时，往往以明初情景一言蔽之，而对于明代中后期的实施情景及
其变化较少涉及。本文试图就明代朝贡体系下的“番舶”征税问题，作一较为深入的探讨，以厘清明代
“番舶”征税的缘由及其演变过程。
一、洪武至成化年间政府对“番舶”的管理
元代政府对“番舶”征税，其税收是元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从明初始，朱元璋对来贡国实施怀
柔抚绥政策，所谓“西洋诸国素称远蕃，涉海而来，难计岁月。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薄来可也”①。
明初朝贡国从各国带来的物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贡品，直接呈贡给明朝政府；一是朝贡国使
者及其随行人员私下携带的土产物品，希望带来中国之后，售予市场，获得利益。因此，这两类物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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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初前期，政府实行禁海政策，对外国朝贡船采取不予抽分的原则；成化、弘治
之后，政府开始尝试在市舶司体制下对外国朝贡船只的部分货物进行抽分。正德、嘉靖之后，
随着西方“大航海时代”来临，朝廷率先允准在广东对往来海舶商船进行抽分征税。福建继广
东之后，也在嘉靖年间对海舶商船进行非正式征税。隆庆、万历年间，朝廷在福建月港开设督
饷馆，对海舶商船正式征税。浙江由于受倭寇袭扰，终明之世未能于制度上允准在此开市征
税。天启、崇祯年间，明朝内外交困，海上贸易的税收利权为郑芝龙等海商集团控制，直至明朝
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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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名副其实的“贡品”，后一类则是“商品”。明初政府对于朝贡国带来的这两类物品，采取分别对待的
方式。对于“贡品”，收纳之后，以“贡品”相当价值或超过“贡品”价值的金银钱钞及中国出产的珍贵物
品，赏赐给朝贡国国王以及朝贡使者人等。对于第二类私下携带的物品即“商品”，则根据当时各个朝贡
国的不同情况，或予没收入官，或予官买，或准予与民间交易。万历《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
凡远夷之人，或有长行头匹及诸般物货，不系贡献之数，附带到京，愿入官者，照依官例具奏，关给钞锭，
酬其价值。……凡番国进贡船内捜出私货，照例入官，俱不给价，其奉旨给与者不为例。”“船至福建广东
等处，所在布政司随即会同都司、按察司官检视物货，封□完密听候。先将番使起送赴京，呈报数目，除
国王进贡外，番使人伴附搭买卖物货，官给价钞收买，然后布政司仍同各衙门官将货称盘，见数分豁，原
报附余数目，差人起解前来礼部。……凡各处夷人贡到方物，例不给价。”①
明代初前期，政府对于朝贡国使者私下携带物品，虽然在处理方式上有没收入官、官买给价以及准
予私下交易的分别，但基本上没有实行商品贸易征税抽分的措施。据明代前期的记载，如暹罗，“使臣
人等进到货物，例不抽分，给与价钞。”苏禄，“货物例给价，免抽分。”西洋琐里国，“洪武三年以其国来朝
涉海道远，赐赉甚厚。永乐元年来朝，附载胡椒等物，皆免税。”浡泥，“正贡外附带货物，俱给价。”苏门
答腊，“正贡外使臣人等，自进物，俱给价。”满剌加，“正贡外附来货物，皆给价，其余货物许令贸易。”甚
至连控制较严的日本国贡使，也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其与民间私下交易，“正贡外，使臣自进并官收买附
来货物，俱给价，不堪者令自贸易。”②“太祖洪武四年，谕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货物皆免征，以示怀柔之意。
成祖永乐元年十月，西洋刺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汝奇等来朝，因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上曰
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其辱大体多矣？不
听。”③
明初政府对于朝贡国使者及其随行人员私下携带土产物品来华交易所实行的免征税政策，有时是
自相矛盾和含混不清的。这种政策是专指朝贡“番舶”，还是泛指所有的航海船舶，界定并不明确。在实
施过程中，确实也很难分别。许多外国商船前来，声称自己是奉使的贡船，甚至中国沿海商民从国外贩
货回来，也冒称外国贡船。其时违禁通海的商船为数不多，政府尚未十分重视，故而这些从外海驶入的
船只，经常被地方官员及民众等混淆在一起。从《大明律》的规定看，民间泛海商船必须纳税抽分，“大明
律凡泛海客商舶船到岸，即将货物尽实报官抽分，若停塌沿港土商牙侩之家不报者杖，虽供报而不尽者
罪亦如之，物货并入官；停藏之人同罪，告获者官给赏银二十两。”④但是明初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方
面，明初政府也许认为既然已经明确规定民间船只不得出海贸易，“禁通番”，也就没有必要对泛海海舶
的对外贸易征税抽分。因此我们在明初的文献中，很难看到政府关于对民间海船出海贸易进行征税的
规定及其相关征税机构设定的记载。另一方面，政府对“番舶”与本土泛海客商舶难以区分，以及泛海客
商舶私下违禁通海，也使得明初政府对于泛海客商舶的征税抽分，无法依法施行。终明之世，如何区分
① 申时行：《大明会典》卷108《礼部六十六》。② 申时行：《大明会典》卷111《礼部六十九》。③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31《市籴考》。《明史》《大明会典》《续文献通考》等对于明代前期及中后期一些制度上的设
置，缺乏具体时间的记述，容易使人混淆不清。④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31《市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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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舶”与本土泛海客商舶，都是一个难题。
明初政府在浙江、福建、广东三地设立了市舶司，专门接待管理外国朝贡者。“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
市舶司以领之。在广东者，专为占城、暹逻诸番而设；在福建者，专为琉球而设；在浙江者，专为日本而
设。其来也，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明
矣。”①现在仅存的明代嘉靖晚年由高岐编辑的《福建市舶提举司志》对明代市舶司的职责写得非常清楚，
“市舶之设，肇于唐，沿于宋元，丕建于我朝皇明。职惟理宾贡怀柔，其兼榷盐铁酒茶事务，弗与焉。”“市
舶提举专管进贡方物、柔待远人。……建官三员，以海市、开舶欲分治之。兹惟理贡船，不复开海市。”②
明代后期的政府官员回顾前期市舶司与朝贡制度时，往往提及政府的立意在于怀远人，“四方宾服”③，而
不在于贸易征税。如成化、弘治间号称“理学名臣”的丘浚，论到明初的市舶之制：“互市之法，自汉通南
越始，历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舶为名，则始于宋焉。……（明）市舶司之名虽沿其旧，而无抽分之
法，惟于浙闽广三处置司以待海外诸番之进贡者，盖用以怀柔远人，实无所利其入也。”④嘉靖年间汪鋐在
广东任上清理“番舶”征税时就指出：“祖宗旧制，凡进贡必有金叶表衣，来者不过一舟，舟不过百人，附搭
货物不必抽分，官给钞买，顽民不许私相接济，如有人货兼获者，全家发遣，则夷货无售其私，不待沮之而
自止矣。番舶一绝，则备倭可以不设，而民以聊生。”⑤
明代前期虽然朝廷对朝贡各国来使私带货物来华交易，甚至前来贸易的外国商船基本不予征税抽
分，但政府毕竟设立了诸如市舶司这样的管理机构，外国贡使或外国商船要取得合法进入中国的手续，
需要首先经过市舶司官员鉴别、验收并放行。这样一来，市舶司衙门官员掌控了一定的贸易放行权力，
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按照规定时间和次数前来报贡和贸易的外国商船。打通市舶司衙门官员成为其在
华交易贸易的一道重要关口。《明史》概括明代设立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掌海外诸蕃朝贡市易之事，
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闲其出入而慎馆谷之。”洪武年间，市舶司设提举一
人，副提举二人。到永乐年间，明成祖任用宦官，“寻命内臣提督之”。⑥此后，实际掌控市舶司的基本上
属于宦官。
明代前期朝廷既然对朝贡各国来使私带货物，以及前来贸易的外国商船基本采取不予征税抽分的
政策，而作为管理朝贡事务和外国商船的市舶司，宦官提督与市舶司提举相互重叠，事权难于专一，这就
使得本应属于政府商税收入的“番舶抽分”，有相当一部分变成市舶司提督宦官、市舶司提举官员，以及
地方管辖官员的私钱份例。关于这一点，明太祖朱元璋很清楚。洪武年间有官员蔡哲出任福建行省参
政，临行时朱元璋对他说：“福建地濒海，民物庶富，番舶往来，私交者众。往时官吏多为利，诛䧟于罪戾，
命卿往，必坚所守，毋蹈其罪。”⑦景泰、天顺年间，福建人陈燮担任广东按察司佥事，广东市舶司向广东其
他地方主管衙门分发“番舶报水钱”，“广东地濒海，每互市番舶至，诸司皆有例钱，谓之报水钱。燮独不
①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31《市籴考》。② 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沿革》《职官》。③《明史》卷7《成祖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第105页。④ 陈九德：《皇明名臣经济录》卷9《户部二·市籴之令》。⑤ 黄训：《名臣经济录》卷43《兵部》，汪鋐：《题为重边防以苏民命事》。⑥《明史》卷75《职官四·市舶提举司》，中华书局，1974年，第1848页。⑦ 雷礼：《国朝列卿纪》卷4《中书省参知政事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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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广人至今称之。”①成化年间，江西人何乔新在广东为官时，也遇到提督市舶宦官照例分发私下征收
“番舶”商税钱的事情，雷礼在《国朝列卿纪》中记云：“何乔新，字廷秀，江西建昌府广昌县人。……典番
舶中官死，镇守太监分其余财，遗三司，力辞不得，乃受而输之库。”②何乔新的《椒邱文集》中也有同样的
记载，“典番舶中官死，镇守太监分其余财，遗三司，先生力辞不得，乃受而输之库。”③像陈燮、何乔新这样
不接受非分之财的官员毕竟不多，由此可以想见在明代前期，朝廷实施的对外怀柔、贡舶番舶不予征税
抽分的政策，使得本来属于政府正当收入的商税，在一定程度上流入了提督市舶事务宦官以及相关官员
的私囊。
二、成化至嘉靖年间对“番舶”的征税抽分
成化年间，东南沿海一带民间私下贩海的现象日益增多，明朝政府逐渐认识到“番舶”商税的流失，
于公于私均不合适。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明朝政府在某些地方、某些时期对“番舶”进行征税
抽分。“抽分之说，自成化至今，或行或禁，纷纭不一。”④在此期间，较早提出对海上舶船进行征税抽分的
是丘浚，他说：“当如前代互市之法，庶几置司之名，与事相称。……倘以臣言为可采，乞下有司详议以
闻，然后制卞滨海去处，有欲经贩者，俾其先期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审勘果无违碍，许其自陈自造舶舟
若干，收贩货物若干，经行某处等国，并无敢私带违禁物件。及回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检，
抽分之余，方许变卖，如此则岁计常赋之外，未必不得其助。”⑤
弘治年间，朝廷正式对外国贡船的附带货物实施抽分。《大明会典》记载：“弘治间，定凡番国进贡，内
国王王妃及使臣人等附至货物，以十分为率，五分抽分入官，五分给还价值，必以钱钞相兼。国王王妃钱
六分、钞四分，使臣人等钱四分、钞六分。又以物折还，如钞一百贯，铜钱五串九十五贯，折物以次加增，
皆如其数。如奉旨特免抽分者，不为例。凡番国进贡船内捜出私货，照例入官，俱不给价。其奉旨给与
者不为例。”⑥在琉球的朝贡船只勘验时亦云：“正贡外附来赏物，官抽五分，买五分。”⑦弘治年间的这一
“番舶”抽分规定，主要针对朝贡船只附带货物，抽分比例比较高，基本上是对半抽。如此高的抽分比例，
可能与朝贡使者及其随从人员有另外的赏赐有关。
弘治年间的这一“番舶”抽分规定，是否延伸至非朝贡船只之外的外国商船，不得而知，但是从张萱
《西园闻见录》的记载看，其时“番舶”贸易相当混乱，提督市舶的宦官随心所欲，上下舞弊。该书记述弘
治辛亥年广东按察史刘缨的事迹云：“刘缨，字与清，号铁柯，苏州卫人。成化戊戌进士。……辛亥再奉
命按广东。广南并海，有列岛曰澳，番舶交易之地，有珠市，世有业者十人。豪民张政者，先窜名番舶商，
海外诸国致货，直数十万，夤结中人监舶者，假以公牒，得捕盗海上，凭借声势张甚。因欲渔夺十人者之
① 黄仲昭：《未轩文集》，《补遗》卷上《广东按察司佥事陈燮列传》。② 雷礼：《国朝列卿纪》卷56《何乔新》。③ 何乔新：《椒邱文集》，《外集·传》。④ 黄训：《名臣经济录》卷43《兵部》，汪鋐：《题为重边防以苏民命事》。⑤ 陈九德：《皇明名臣经济录》卷9《户部二·市籴之令》。⑥ 申时行：《大明会典》卷113《礼部七十一·给赐番夷通例》。⑦ 申时行：《大明会典》卷111《礼部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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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得。恶诬十人者为盗，捕置狱中，七人瘐死，余三人当论决。公谳得其情，并释三人。”①可知此时提
督市舶的宦官在政策的执行上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广东地方政府把“番舶”抽分正式立为政策，始于正德末年的广东省布政使吴廷举。史载“吴廷举，
字献臣，嘉鱼人，晋广东右布政，立番舶进贡交易之法”②。“吴尚书廷举，湖广嘉鱼人……升广东右布政
使，立番舶进贡交易之法。”③正德末年吴廷举之所以在广东“立番舶进贡交易之法”，是因为这个时期欧
洲的“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始，葡萄牙、荷兰等西方殖民者向东方拓展势力，并且与广东、福建沿海的中国
海商发生直接联系。吴廷举意识到与其放任葡萄牙等西方商人横行无忌，漫无管制，不如建章立制，约
束管理。故何乔远在《名山藏》中说：“正德十三年，（满剌加）国王苏端妈未为佛郎机酋所逐，而据其地，
使三十人者从广东入贡。时广东左布政使吴廷举兼海道副使，议许之。”④
正德末年吴廷举在广东建立“番舶进贡交易之法”，显然包含征税抽分的条款。因为自从吴廷举建
立此条规之后，不时有官员认为不妥，也不符合祖制，予以反对。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葡萄牙商人不
肯按照规定交纳税分，狡诈不服管束。“佛郎机国夷人，近年混冒满刺加名目，潜通互市，今又托名求贡，
以为阻赖抽分之计。”⑤嘉靖初年，御史丘道隆、何鳌等相继疏言，反对吴廷举建立的“番舶”交易之法，指
称“佛郎机擅夺天朝受封之夷，据有其地，且驾大舶操凶器往来交易，争斗杀伤，此南服祸始也。昔祖宗
时夷贡有期，毋敢阑入。自吴廷举议弛禁，于是夷心无厌，射利如隼，扬帆如驰，以致佛郎机伺隙而侮。
今宜驱绝之毋留。诏从之”⑥。
然而，自成化、弘治之后，中国东南沿海商民违禁下海贸易已成趋势，葡萄牙、荷兰等西方商人也在
东南亚一带建立贸易据点，世界性的经济贸易活动逐渐形成，明朝政府试图以杜绝的方式阻止这一趋
势，显然是很不明智和徒劳的。以广东的情景言之，嘉靖初年禁止葡萄牙等“番舶”进入交易之后，“番
舶”纷纷转入福建漳州沿海一带贸易，致使广东的“番舶”税银收入锐减，不少广东地方官员叫苦不迭。
嘉靖八年（1513，一说嘉靖九年），提督两广军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林富正式向朝廷建言在
广东沿海开放外商贸易，向所有“番舶”征收税款。林富的这一建言，在明代中后期的“番舶”管理和征税
事务上影响很大，兹摘录如下：
中国之利，盐铁为大，有司取办仡仡终岁，仅充常额，一有水旱，劝民纳粟，犹惧不充旧规。至广
番舶除贡物外，抽觧私货，俱有则例，足供御用，此其利之大者一也。番货抽分，解京之外，悉充军
饷，今两广用兵连年，库藏日耗，藉此足以充羡，而备不虞，此其利之大者二也。广西一省，全仰给于
广东，今小有征发，即措办不前，虽折俸椒木久已缺乏，科扰于民，计所不免，查得旧番舶通时，公私
饶给，在库番货，旬月可得银两数万，此其为利之大者三也。货物旧例有司择其良者如价给直，其次
资民买卖，故小民持一钱之货，即得握菽展转贸易，可以自肥，广东旧称富庶，良以此耳，此其为利之
①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86《刑部三》。② 崔铣：《洹词》卷12《吴尚书传》。③ 邓元锡：《皇明书》卷26《吴廷举》。④ 何乔远：《名山藏》卷107《王享记》。⑤ 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342，吴桂芳：《议阻澳夷进贡疏》。⑥ 何乔远：《名山藏》卷107《王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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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者四也。助国给军，既有有赖焉，而在官在民，又无不给，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也，非所谓开利
孔而为民罪梯也。
林富的奏折除列举开禁通“番舶”、征税抽分的种种益处之外，还指出“其祖训会典之所不载如佛郎机者，
即驱出境。敢有抗拒不服，督发官军擒捕”。①当时在广东沿海开展贸易最活跃的外国商人，首推“佛郎
机”，即葡萄牙人。由于当时朝中官员对允许与“佛郎机”人互为贸易反对者很多，且不合朝贡祖制，故林
富不得不加上此款。实际上，林富的此次建言开禁，基本上针对所有的“番舶”，当然也包括“佛郎机”商
人。时人十分清楚这一状况，“佛郎机虽绝贡，往往附他番舶至，广贾广人能识之。今香山澚夷，皆海外
人长子孙，西南民航海大舶率倚为居停主，而擅干山海之货，岁入金百数十万，广用以饶。”②何乔远在《名
山藏》中云：“广东督臣林富更言许佛郎机市有四利焉……从之。以此佛郎机得入广东香山澚为市。”③严
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亦云：“然虽禁通佛郎机往来，其党类更附诸番舶杂至，为交易首领人，皆高鼻白
晳，广人能辨识之。游鱼洲快艇多掠小口往卖之，所在恶少与市，为驵侩者日繁有徒，甚至官军贾客亦与
交通云。”④
林富不仅奏准在广东开禁通“番舶”，抽分征税，而且还对长期以来提督宦官把控市舶司的管理体制
进行了改革，由巡视海道副使取代宦官，带管市舶司事务。他在《乞裁革珠池市舶内臣疏》中说：“广东滨
海，与安南占城等番国相接，先年设有内臣一员，盘验进贡方物。……及查先年番舶虽通，必三四年方一
次入贡，则是番舶未至之年，市舶太监徒守株而待无所事事者也。迨番舶既至，则多方以攘其利，提举衙
门官吏曾不与知。万一启衅外夷，则该管官员固有莫知其由，而反受其咎者矣。……市舶乞敕巡视海道
副使带管，待有番舶至澳，即同备倭提举等官，督率各该官军严加巡逻，其有朝贡表文见奉钦依勘合，许
令停泊者，照例盘验。……庶几事体归一，而外患不生。”⑤这一改革同样至关重要，至此之后，东南广东、
福建各地的“番舶”往来，原本提督太监把控市舶司的局面逐渐改为由地方官员所掌握。万历年间，福建
税监企图染指“番舶”征税，福建地方官员即可以税监征收番税非法为由反对。⑥
林富奏准在广东开禁通洋并对“番舶”征税抽分，但对于税额的制定及抽分的比例，均未明言。且
市舶事务转由地方官员管理之后，以往舞弊的种种行为，也被延续下来。因此，嘉靖年间，广东地方后
任官员承继林富的改革方向，对“番舶”征税抽分政策予以不断完善。嘉靖中期，番禺知县李恺进一步
改进“番舶”征税抽分政策，乾隆《泉州府志》有李恺传云：“李恺，字克谐，号抑斋，惠安人。宋文肃公邴
之后。嘉靖戊子（嘉靖七年，1528）乡荐第二，壬辰（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番禺令。……恺治番
禺，廉干有才名，上官委掣东莞夷税，如额不染，夷首欢呼，奉千金为寿，恺却之。”⑦他在《抽番舶议》中
指出：
广东番舶抽分一节，暹罗、爪哇诸国货物来于广，则天下诸商亦辏于广。商集则财阜，财阜则民
①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9《佛郎机附》。② 熊明遇：《文直行书诗文》文选卷13《佛郎机》。③ 何乔远：《名山藏》卷107《王享记》。④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9《佛郎机附》。⑤ 万历《雷州府志》卷4《地理志二》。⑥ 参见赵世卿：《司农奏议》卷9《请禁通番税监疏》；张燮：《东西洋考》卷8《税珰考》。⑦ 乾隆《泉州府志》卷42《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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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民富则国富。……大抵抽舶之法，今欲变而通之，在于少差官、宽抽税。……宁使有余者在番
人，不必无者而使之报有，寡者而使之报多。委官通将货物开报布政司，而引之来见。令番人船中
实货，照例十分抽二。以入官之物径以小船自送布政司交纳，与抽分官并无所预。过港泊舟之处，
仍禁革不许把守官兵并光棍人等挭夺其货。不必差官二员封艖，又差官二员抽分，使番人有二三次
费用。如此可省抽分答应之费、抽盘秤头之苦。又委官初至屠牛杀猪，与之酒以犒劳之。则夷情必
悦，私相传语，诸夷后来番舶必多，万货必兴，而广必得大利矣。彼知东广能轻其税，决不求光棍以
托大乡宦之家，亦不辗转风波而入月港之地。抽分之官出大榜文，只禁收军器硝磺人口及边上抢
夺，其余中国货物，任其贸易。①
李恺的这篇《抽番舶议》被“广东布政司刻为条典”，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嘉靖年间广东地方对于“番
舶”的征税抽分，实行的是“十分抽二”的税率。②此外，李恺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番舶”前来贸易实行
优惠政策，广施招徕，与以往的禁绝政策迥然不同。
嘉靖后期广东乡绅霍与瑕也向广州地方主管官员建议进一步简化“番舶”征税抽分程序，鼓励通商，
他说：
为今之计，莫切于豫之一言，大约番舶每岁乘南风而来，七八月到澳，此其常也。当道诚能于五
月间，先委定广州廉能官员，遇夷船一到，即刻赴澳抽分，不许时刻违限，务使番舶到港不俟申覆都
台，而抽分之官已定番货在船，未及交通私贩，而抽分之事已完，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此当预者一
也。于六月间，先责令广州府出告示，召告给澳票商人一一先行给与，候抽分官下澳，各商亲身同
往，毋得留难，以设该房贿穽，此当预者二也。抽分早则利多入官，澳票先则人皆官货，私通接济之
弊不禁而自止矣。上益国课下芟民奸，黙锡苍生之福，潜消未形之祸，莫切于此。③
经过嘉靖年间广东地方官员及当地有识乡绅的努力筹策，广东沿海的“番舶”征税抽分逐渐定型运
转，从而为福建等地的“番舶”征税抽分事宜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
三、隆庆至崇祯年间“番舶”征税的展开
嘉靖年间广东地方对“番舶”实施征税抽分，对相邻的福建、浙江产生很大影响。浙江市舶司之设，
本来专门应对日本国朝贡，由于日本来船往往不遵循明朝的朝贡制度，多有非法行为，故明朝政府对日
本国贡使及其他日本来船控制较为严格。即使如此，仍然有一部分官员士绅希望朝廷能够仿效广东的
做法，对来往“番舶”予以放宽控制，征税抽分。但是这种建议很快被朝廷否决。
王在晋在《海防纂要》中记载嘉靖后期兵部尚书张时彻建议在浙江宽禁开市抽税，立即受到许多
官僚的批驳，该书云：“兵部尚书张时彻，云或谓定海沿边旧通番舶，宜准闽、广事例，开市抽税，则边储
① 李恺：《抑斋介山文集》卷14。② 关于广东对“番舶”征税抽分的税率，庞尚鹏在《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事制御番舶》中也提到十分抽二：
“番夷市舶交易之所。往年夷人入贡，附至货物，照例抽盘，其余番商私赍货物至者，守澳官验实申海道闻于抚按
衙门始放入。澳候委官封籍抽其十之二，乃听贸易焉。”（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357）③ 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368，霍与瑕：《霍勉斋集·上潘大巡广州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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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足，而外患可弭。殊不知彼狡者倭，非南海诸番全身保货之比，防严禁密犹惧不测，而况可启之乎？
况其挟赀求利者，即非脯肝饮血之徒，而捐性命犯锋镝者，必其素无赖籍者也。岂以我之市不市，为彼
之寇不寇哉？殷鉴不远，元事足征。当商舶未至而绝之为易，贸易既通，而一或不得其所，将穷凶以
逞，则将何以御之乎？今之寇边者动以千万计，果能一一而与之市乎？内地之商，闻风胆落，果能驱之
而使市乎？既以市招之，而卒不与市，将何词以罢遣之乎？夷以百市，兵以千备；夷以千市，兵以万备，
犹恐不足以折其奸谋，我之财力果足以办此乎？且市非计日限月之可期也，彼之求市无已，则我之备
御亦无已，果能屯兵而不散已乎？此皆利害之较然者也，乃谓可以足边储而弭外患，不已大缪乎！”①胡
宗宪在《筹海图编》中也记载此事云：“兵部尚书张时彻云或谓定海沿边旧通番舶，宜准闽广事例，开市
抽税，则边储可足，而外患可弭。殊不知彼狡者倭，非南海诸番全身保货之比。……此言浙江互市必
不可行。”②
当时浙江地方官员为了规避市舶司衙门的责任，甚至还建言由官府指定民间惯于通海的豪民，责
其专司与日本商人交易，类似于“番舶”代理人身份，官府再从中暗地抽税，所抽得之税，用于地方军需
之用。所谓“某海屿某老历年商舶之头也，欲律以通番死罪，罪未必及，而乱先激矣。必申明朝廷之
法，宽处而羁縻之。且重其责成，曰商贩贸易，姑听其便，但一方之责，皆系于汝；一方有倭变，即汝一
人之咎也。彼以利为命者，利既不失，而又不峻绳以法，则感恩畏威，必不偾事矣。一面修吾海防，不
容夷舶近岸，贩货出海者，关口盘诘，勿容夹带熖硝之类，载货入港者，官为抽税，以充军需，岂不华夷
两利？而海烽晏如也哉。此之谓以不治治之也。见今广东市舶司处西洋人用此法。若许东洋岛夷亦
至广东互市恐无不可”③。这个建议，同样未能得到上级官府批准。抗倭名将俞大猷对浙江不宜开市
抽分的形势有着这样的论说：“市舶之开，惟可行于广东。盖广东去西南之安南、占城、暹罗、佛郞机诸
番不远，诸番载来，乃楜椒、象牙、苏木、香料等货。船至报水，计货抽分，故市舶之利甚。浙东而沿海
之奸徒，岂敢出入于倭国？今倭奴肆逆，东南涂炭。乃禁防疏阔，大失祖宗之制。……故祖宗绝之视
诸番特严，而为人臣子者可不遵守耶？卑职于军门朱，久在麾下，素知其实，故因问及，披肝沥胆，为之
一明，而不觉其词之过也，伏惟照察。”④正因为如此，明代后期，浙江沿海对“番舶”进行开市抽税阻力
很大，《明史·食货志》载：“（嘉靖）三十九年，凤阳巡抚唐顺之议复三市舶司。部议从之。四十四年，浙
江以巡抚刘畿言，仍罢。”⑤进展很不顺利。我们在明代文献中很难看到完整的有关浙江“番舶抽税”的
记载。
福建与广东相邻，是明代民间下海通番最频繁的区域。广东地方如果实施海禁，“番舶”海商纷纷
移驻福建沿海。自成化、弘治年间海上贸易活动迅速发展起来之后，有如上引林富、汪鋐奏折中所指
出的那样，广东与福建两地颇有相互争夺“番舶”前来的架势。根据《明史·职官志》记载，由于嘉靖元
年（1522）浙江发生倭乱，“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
① 王在晋：《海防纂要》卷7《开互市》。②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2《经略二·开互市》。③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2《经略二·开互市》。④ 俞大猷：《正气堂集》卷7《呈总督军门在庵杨公揭二首·论海势宜知海防宜密》。⑤《明史》卷81《食货五》，中华书局，1974年，第1982页。
128
司”。①但是这一记载并不正确，嘉靖年间被革停的只有浙江市舶司，福建市舶司依然存在并且运转正
常。②嘉靖年间是倭乱最猖獗的时期，浙江、福建沿海都遭受严重的袭扰和战争的破坏，相对而言，广
东沿海除了东部区域之外，广州等核心区域基本上没有受到倭乱影响，正因为如此，嘉靖年间广东地
区对“番舶”征税抽分，能够得到朝廷批准，顺利进行。换言之，嘉靖年间广东对“番舶”征税抽分，是制
度允许的；而福建如果对“番舶”征税抽分，则属于制度之外的私下行为。但福建是民间下海与外国船
只通商最繁盛的地方，如果对福建海上私人贸易放任不管，也是弊端良多。从嘉靖初年开始，许多地
方士绅和政府官员都极力主张在福建开市通商抽分。如福建闽县士绅、提督四夷馆的陈全之说：“减
边海条禁，以遂商贾贸迁，宽例抽分，以致其来，诚意恭接，以结其意，平其价值，以鼓货聚，则利尽东
海，墩堡无烟，岁抽其税不可胜言，上可以益国家之赋，下可以宽东海之征，沿海防倭官军，永以坐啸
矣。行之数年，海民惯熟。”③儒学名臣唐顺之在督师抗倭过程中认识到福建开市抽税的重要性，指出：
“舶之为利也，譬之矿然，封闭矿洞、驱斥矿徒是为上策；度不能闭，则国收其利权而自操之，是为中策；
不闭不收，利孔泄漏，以资奸萌，啸聚其人，斯无策矣。今海贼据（福建）峿屿、南澳诸岛，公然擅番舶之
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济，杀之而不能止，则利权之在也。宜备查国初设立市舶之意，毋致利孔使奸人
得乘其便。”④
虽然嘉靖三十九年（1560）唐顺之建议复设三市舶司并提请在福建开市抽税，但是福建地方官府对
于“番舶”的征税抽分，似乎在此之前就时有进行。如当时福建同安人、理学家林希元在《与翁见愚别驾
书》中写道：“既而海道见金巡按急欲驱夷，始移文永春，取郑岳乘传至海门，谕夷如吿予之言。郑生过予
问计。……元曰：……如今之策，更妙于一贯。决可用双华遣郑岳谕夷人，既有头绪，如不攻，遣郑生再
往，令报税抽分可也。如欲攻，遣郑生密通三舟，约日举兵，令彼为内应可也。二者皆胜算。”⑤胡宗宪在
《筹海图编》也提到福建地方向“番舶”抽税的事实，“西洋船原回私澚，东洋船通布海洋，而向之商舶，悉
变而为寇舶矣。然倭人有贫有富，有淑有慝，富者与福人潜通，改聚南澚，至今未已。日本夷商惟以银置
货，非若西番之载货交易也。福人利其值，希其抽税，买尖底船至外海贴造而往渡之，虽驱之，寇不欲
也。此固无待于市舶之开而其互市未尝不行者也。”⑥至于上引兵部尚书张时彻呼吁浙江开市抽税，更是
以闽、广为榜样，“（浙江）定海沿边旧通番舶，宜准闽、广事例，开市抽税。”由此可见嘉靖年间福建地方对
“番舶”征税抽分，明朝朝廷是知情并且默许的。
嘉靖以来，明代海上私人贸易最为发达，朝廷默许福建地方政府对“番舶”实行征税抽分，是一种十
分被动的行为。事实上，明朝政府虽然在前期奉行严禁交通外番的政策，但是随着明代中叶以来东南沿
海民间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明朝政府的应对措施也不是一成不变，许多官僚、士大夫都呼吁改变海禁
政策，实行通海。从成化、弘治年间政府对朝贡船只的抽分，到正德、嘉靖年间广东对“番舶”的正式征税
①《明史》卷75《职官四·市舶提举司》，中华书局，1974年，第1848页。② 高岐：《福建市舶提举司志》中有《职官》一节，详载嘉靖初年至晚年历任福建市舶司提举的官员名录，可见福建市
舶司衙门在嘉靖年间依然存在。③ 陈全之：《蓬窗日录》卷2《日本规制》。④ 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260，唐顺之：《唐荆川文集·条陈海防经略事疏御倭经略》。⑤ 林希元：《林次崖文集》卷5《书》。⑥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2《经略二·开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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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分，以及对福建地方官府征收“番税”的默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朝对外政策的缓慢变化。十分顽固
保守的海禁政策再也无法维持，弛禁不可避免。①正因为如此，隆庆改元，朝廷终于在制度上准许福建沿
海贩货东西洋，“除贩夷之律”。尽管这种弛禁很有限，但是其成果十分显著，“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
库也。”②
隆庆元年（1567），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东洋若吕宋、苏禄诸国，西洋若
交趾、占城、暹罗诸国，皆我羁縻外臣，无侵叛。而特严禁贩倭奴者，比于通番接济之例。”隆庆六年
（1572），漳州“郡守罗青霄以所部雕耗，一切官府所需倚办，里三老良苦”，于是建议在漳州海澄县月港向
通番船只开征商税。万历三年，设立督饷馆。中丞刘尧诲请税舶以充兵饷，岁额六千。同知沈植条海禁
便宜十七事，奉为令。“于时商引俱海防官管给，每引征税有差。名曰引税。东西洋海引税银三两，鸡笼、
淡水税银一两。其后加增东西洋税银六两，鸡笼、淡水二两。每请引百张为率，尽即请继，原未定其地而
限其船。十七年，中丞周寀议将东西洋贾舶题定额数，岁限船八十有八，给引如之。后以自变量有限而
愿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③
隆庆末、万历初福建月港向通番船只开征商税，其与广东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放弃了相沿已久的抽
分征税的办法，而开始实行以船只大小和货物贵重多少酌情计量计值科银征税办法：“征税之规，有水
饷，有陆饷，有加增饷。水饷者，以船广狭为准，其饷出于船商；陆饷者，以货多寡计值征输，其饷出于铺
商。又虑闲有藏匿，禁船商无先起货，以铺商接买货物，应税之数给号票，令就船完饷，而后听其转运
焉。西洋船面阔一丈六尺以上者，征饷五两，每多一尺，加银五钱。东洋船颇小，量减西洋十分之三。陆
饷胡椒、苏木等货，计值一两者征饷二分。鸡笼、淡水地近船小，每船面阔一尺征水饷伍钱，陆饷亦如东
西二洋之例。加增饷者，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
几，故商人回澚，征水陆二饷外，属吕宋船者，每船更追银百五十两，谓之加征。后诸商苦难，万历十八年
量减至百二十两。”④
福建月港的征税办法很快取得显著效果。“万历四年，饷溢额至万金，刊入章程录。至十一年累增至
二万有余。二十一年倭寇朝鲜，闽以震邻，禁止通贩。海上人辄违禁私下海，或假借县给买谷捕鱼之引，
竟走远夷。中丞许孚远深念之，恐复为变如嘉靖时，移檄招谕，凡留贩人船不论从前有引无引、日远日
近，俱许驾回诣官输饷如故事。凡私通及压冬情罪，一切宥免。于是越贩商人胡台、谢楠等二十四船，闻
抚绥令，皆驾船回澚。二十二年，饷骤溢至二万九千有奇。此因逆而顺收之者也。”⑤这成为清代开设海
关之后被延续下来的最基本的征税办法。
无论是正德、嘉靖年间广东对“番舶”的抽分征税，还是隆庆、万历年间福建对“番舶”的计量征税，这
时的“番舶”，与明代前期朝贡船的含混不清概念相比，内涵已经大大扩展，泛指那些不论是真正的外国
① 参看毛佩琦：《明代海洋观的变迁》，见中国航海日组委会办公室、上海海事大学编：《中国航海文化论坛》第一辑，
海洋出版社，2011年，第257～268页。② 张燮：《东西洋考》，“周起元序”。③ 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④ 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⑤ 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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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还是东南沿海地区中国商民驾驶的船只，只要是与东西洋各国进行货物交易并且回驶入广东、福建
的商船，均可称呼为“番舶”“海舶”，从而进行征税。这种“番舶”概念称呼上的习惯，对广东、福建两地的
方言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称沿海居民下南洋谋生为“过番”，称从南洋回家的华侨为“番客”“蕃客”。
我们切不可望文生义，以为这些“番舶”“番客”真的是外国船只和外国人。
明代成化、弘治以至嘉靖、万历年间，政府逐渐改变明初对“番舶”不抽分的政策，但是这种改变
并不顺利，否定和反对向“番舶”抽分征税的官僚、士大夫大有人在，征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反复时有
出现。崇祯年间，明朝政府穷于应付东北地区满族清军的进攻，对于东南沿海西方殖民者的袭扰无
暇顾及，对东南沿海民间从事海上私人贸易活动的控制力迅速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东南沿海的中
国海商经过激烈的竞争与力量调整，最终形成以福建泉州郑芝龙海商集团控制中国海商对外贸易的
局面，中外海上贸易的利权及其征税，均为郑氏集团所掌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
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
付龙，取之如寄。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①明朝政府对此无可奈何。明王朝不久即土崩瓦解，为清王
朝所取代。
从明初对朝贡船只的不征税抽分，到成化、弘治年间的部分抽分，以至嘉靖、万历时期对于广东、福
建沿海海舶商船的抽分征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朝政府在海洋政策上的缓慢变化，明朝政府随着西方
“大航海时代”来临所引发的东南沿海地区海上贸易活动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这一世界潮流的
变化。然而，明朝政府的这一缓慢变化是被动的，对“番舶”征税政策的制定缺乏全局性的战略眼光，“番
舶”的概念界限不明确，带有一定随意性和盲目性。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外国朝贡属于国际政治外交
性质，而往来东南沿海海域经商贸易的海舶属于经济性质。明朝政府在实施对“番舶”征税政策时的随
意性和盲目性，混淆了国际政治外交与经济贸易的界限。从这层意义上说，明朝政府对“番舶”抽分征
税，对国际政治外交和经济贸易的政策引导促进作用相当有限。
责任编辑：李光伟
① 林时对：《荷牐丛谈》下，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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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t and difficult problem that how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notion that peaceful living could only beguaranteed by owning a house, and convince people residential justice could be fulfilled through rent⁃ing a housing. In addition to increase of supply, equaling the rights of real property owners and ten⁃ants was quickly included into local governments’policy list, and becoming a crucial factor of foster⁃ing and improving housing rental market. However, striping off the magic cover of this policy charac⁃terized by public opinion through emotional broadcasting, we found it was highly uncertain to con⁃clude its content and degree, which urged us to disenchant, deconstruct and rebuild it.Keywords: giving the equal weight of buying and renting; equaling the rights of real property own⁃ers and tenants policy; 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Foreign Commercial Ships Tax System in Ming DynastyChen Zhiping, Dai MeilingAbstract: During early Ming dynasty, maritime embargo was the major policy, and governmentdidn’t tax the foreign ships at all. After Chenghua and Hongzhi emperor, government tried to taxpart of the foreign tribute ships goods in proportion under Shibo office system. After Jiajing emperor,along with Age of Discovery of European, Ming court started to tax the commercial ships in propor⁃tion at Guangdong province. Fujian province started to tax commercial ships after Guangdong but notin an official way during Jiajing period. Under the ruling of Longqing and Wanli emperor, Ming courtestablished tax office in Yue Port of Fujian to tax the commercial ships officially. At the same time,Zhejiang province was bothered by the harassment of Japanese pirates then never get permit to estab⁃lish tax office during whole Ming dynasty. During Tianqi and Chongzhen period, Ming Empire wastroubled inside and outside, and the tax was controlled by Zhengzhilong maritime group until the endof Ming dynasty.Keywords: Ming dynasty; Shibo office; foreign commercial ships; tax in proportion
Alias Name as a Fashion: the Ethos of People in Ming Dynasty about ReputationsChen BaoliangAbstract: The phenomenon that alias name overwhelmedthe social lif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sa noticeable but understudied issue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Ming. The popularity of taking aliasname manifests in its wide social applicability that, whether emperors or commoners, whether prosti⁃tutes or servants, whether monks or housewives, in a word, disregarding one’s social origin and sta⁃tus, all regarded taking an alias name as a fashion to emulate, to the extent of its inundation. Its fur⁃ther social implications and consequences grounded in the social dynamic of the heightened interac⁃tion among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the porous boundary among traditionally defined hierarchical systemconsisted of intellectual-bureaucrats, peasants, artisans and merchants, and the enlargement of the so⁃cial group of the civil examination candidates all account for this phenomenon. It ended up with anage defined by high culture rather by martial strength, which in turns resulted in the formation ofMing’s elite culture.Keywords: Ming dynasty; alias name; chase for reputation; elite culture
On the Formation and Fake of QuanXue Shi by Emperor Zhenzong of SongLiao YinAbstract: QuanXue Shi singed by Emperor Zhenzon of Song was the most widespread and mostprofound affecting in the ancient Chinese Poetry advised to study. However, QuanXue Shi was not thework of Emperor Zhenzong of Song. In fact, QuanXue Shi should come from the lower scholars, andreflect the ideal of the lower literati. QuanXue Shi was not completed by a person of a one-timealone, but by many people of long period, which roughly formed a complete work in late Song or ear⁃ly Yuan. Because of the unique identity of Emperor Zhenzong of Song and his unique contribution to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Emperor Zhenzong of Song naturally became the best candidate ofthe author of this work by the collective creation of the many nameless scholars.KeyWords: Emperor Zhenzong of Song; QuanXue Shi; real or fake; layer by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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